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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财政长期困扰着地方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性ꎬ随着财政改革进程

的稳步深入化ꎬ这影响效应又会逆向作用于地方政府改革进程ꎮ文章通过梳理土地财政与公

共服务之间的既有文献ꎬ建构土地财政与基本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之间的理论关系模型ꎬ以便

诠释土地财政对经济性与非经济性公共服务产品之间理论关系ꎬ并得以有效区分与联系ꎮ同
时ꎬ借助于随机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检验ꎬ厘清了土地转让与财政自主权对基本公共服

务供给的显著影响ꎮ此外ꎬ通过稳健性检验ꎬ发现土地财政的增加是会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产生负向性外部效应ꎮ为此ꎬ需要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土地财政配置关系ꎬ优化土地税

收结构ꎬ增强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性ꎬ进而推动土地财政的改革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

有效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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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ꎬ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对助推地方社会经济的作用日益凸显ꎬ甚
至在一部分地方辖区呈现出主导其经济发展作用的色彩ꎮ而近五年的财政报告以及全国国土公报都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土地财政收入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在逐渐升高ꎬ甚至在某些省份出现了

“过度依赖”的现象ꎮ①据２０１４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的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４年全国土地出让合同价款为３.
３４万亿元ꎬ同比２０１３年减少了２７. ４％ ꎮ而从２０１４年«中国经济周刊»所发布的信息可获知ꎬ从土地财政

依赖度的省市前五排名依次为浙江、天津、福建、海南、重庆ꎮ②尽管土地财政对地方发展型政府建设是

有益处ꎬ容易形成稳定财政增收态势ꎬ但仍然存在诸多的滞后性梗阻(财政风险、金融资本风险、土地

的过度流失等)ꎬ进而阻碍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ꎮ同时基于中国固有的“城乡”二元差异以及东西

部区域性差异ꎬ土地财政在各个区域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ꎮ故需要基于不同区域的“土地财政”现实

省情ꎬ对其影响发挥程度加以差异性研究ꎮ自上世纪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ꎬ各省市的地方财政在一

般性财政预算中的比例有所降低ꎬ财政支出的“存量与增量”的非均衡存在ꎬ造成了财政性缺口ꎬ而这

已然成为当下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改革的攻坚深水区ꎮ因此如何把握当下土地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供

给的外部效应ꎬ而外部效应又应当如何进行规制以及优化管理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ꎮ

二、既有文献的研究回顾

当前中国地方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仍未摆脱“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ꎬ且地方政府主要是以“发展型

政府”为主导ꎬ这给经济社会发展绩效提出了合法性认同的现实困境ꎬ诸如 ＧＤＰ 锦标赛、官员政治激

励、官员绩效晋升机制等等ꎮ其作为地方政府激励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线索ꎬ同时又作为一种官员强

激励形式ꎬ主要依托于可测度的经济指标ꎬ比如土地财政收入[１]ꎮ地方政府在面临发展绩效考核的难

题上ꎬ势必寻求对地方政财政收入的增加ꎬ而比较直接的增收手段即为增加土地财政收入ꎮ以土地规

模化运转方式实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收和扩大城区发展ꎬ同时又将所增收的存量“逆向回馈”于
地方政府ꎬ以此来改善公职人员的福利待遇ꎬ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却忽视了财政收入的再次支配对

象———公共服务消费者(社会公众) [２]ꎮ有相佐证观点认为依托于土地所依附获得的财政收入并不一

定能有效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量ꎬ它仅仅只是为了地方行政官员适应传统“ＧＤＰ 增长”的发展绩效考

核[３]ꎮ施行财政预算化管理能实现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与水准的成效ꎬ但对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区域的效

果会适得其反[４]ꎮ因而在农村区域之中ꎬ固有形式“土地财政增收的收入”动机的驱动下ꎬ势必会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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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村发展的非均衡态势ꎬ进而增加了农民发生“失地”现象的可能性ꎬ同时农民本身可依附土地创收

的机会也会随之流失ꎬ最终影响农村社会福利的有效辐射[５]ꎮ
另外现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城市性偏向”ꎬ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公共服务的城乡二元差

距[６]ꎮ土地财政弱化了对非经济创收的基本公共品供给(诸如公共医疗、义务教育以及社会保障

等) [７]ꎬ对此ꎬ社会民生的支出并没有因为土地财政的增收而有所增加ꎬ反而从实践效果来看呈现出负

相关性[８]ꎮ而国外的学者认为ꎬ分权体制能够实现社会民众的自我意愿ꎬ能够通过土地创收实现社会

公共服务的有效提升[９－１０]ꎮ国外学者 Ｆａｇｕｅｔ[１１]借助玻利维亚的城市数据有效验证了财政分权与土地

财政投资模式的关系ꎬ分权后并未发现基本公共服务的(教育、水资源保护和卫生条件)服务质的下

降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化ꎬ社会经济发展得到迅猛发展ꎬ城市发展速度和对外扩张趋势与日俱

增ꎬ地方政府和外部市场的开放商都在寻求土地的增值ꎬ政府在行政绩效考核的压力驱使下ꎬ势必会

以土地转让形式实现地方财政税收的增加ꎬ与此同时ꎬ政府并未对此扩张行为有所停滞或减缓[１２－１３]通

过对中国大陆典型城市(厦门、大连和深圳)的个案分析得出ꎬ在现行的市场体制下ꎬ各个地方政府以

招商引资(Ａｔｔｒａｃｔｂｉｄ Ｆｏｒｉｎｖｉ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的外部手段或实践空间是比较有局限性ꎬ然而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不断加快ꎬ土地俨然已成为稀缺性资源ꎬ必然将成为地方政府以土地来获取外部投资的关键性影

响变量ꎮ因而ꎬ在 ＧＤＰ 绩效考核的压力型体制下ꎬ地方政府为了自身政绩———以外部资本投资ꎬ会采

取竞相性土地出让方式ꎬ在一部分区域甚至以“底线”竞争性方式———诸如低价土地转让或是贱卖等

来获取外部投资的追加[１４]ꎮ通过“土地出让”或者“土地转让(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所带来了大量财政资金

或者地方财政收入的集聚增加ꎬ但其财政自主性依然还是由地方政府来掌握ꎬ而对于分税制之后ꎬ中
央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非均衡性匹配境况下ꎬ土地就成为地方政府财政增收的自由或自主性财

政赋值ꎬ同时也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预算之外有效攫取资源的核心渠道[１５]ꎮ
基于上述文献的研究基础ꎬ笔者在本文中尝试着将地方政府以土地转让形式来获取地方财政增

收与基本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相结合ꎬ并以此作为前者对后者的外部效应的关系研究ꎮ是故通过建立如

此的理论模型ꎬ来求证倘若地方政府在本地辖区内拥有较多的土地资源ꎮ基于地方政府“ＧＤＰ 绩效考

核的”趋利动机下ꎬ地方政府势必会寻求以土地转让方式谋求地方财政增收ꎮ尽管增加了财政税收ꎬ地
方政府不一定将这部分财政税收收入投入到基本公共服务产品(就指的是下文所提到的“非经济性公

共品〔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服务等〕”)ꎬ而地方政府是在利己驱使下更愿意将财政

资金投入有利于绩效考核的服务项目ꎮ至此ꎬ将地方政府依托于土地的财政增收以及其与基本公共服

务供给的外部效应研究显得尤为必要ꎮ

三、模型建构与实证检验

(一) 理论推导模型的现实解读

笔者在本文初始尝试建构出关于“土地财政”的理论模型来诠释土地财政与基本公共服务产品之间

的耦合关系ꎮ换句话说ꎬ增设一种微观机制来解释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结构的影响关系ꎮ
在样本考察区域内ꎬ假设存在着诸多地区的外在经济状况与环境ꎬ进而将分片区域的社会公众得

以数量标准化ꎬ同时参考于微观经济学研究理论中关于“生产函数”的 Ｃ—Ｄ 形式ꎬ最终将其关系简易

模型得以建构如下:
Ｙ ＝ ＧγＫαＩβꎻα > ０ꎬβ > ０ꎬγ > ０ꎻα ＋ β ＋ γ < １

(１ － ｔ)Ｙ ＋ Ｕ(Ｅ) － ＰＩ ＋ δ( ｔＹ ＋ Ｐ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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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ｔ)Ｙ ＋ Ｕ(Ｅ) － ＰＩꎬ(１ － ｔ)Ｙ － ＰＩꎬＵ(Ｅ)ꎬＵ′(Ｅ)ꎬＵ″(Ｅ)
在基于上文的关系模型ꎬ同时建构出地方政府所必须面临的约束关系ꎬ具体有如下的是:首先ꎬ基

于资本内在的自主性流动ꎬ因而一旦地方政府引入外部资本(比如以地引资形式)ꎬ势必会创生出土地

交易与流转的充分竞争市场ꎬ 此时就客观要求单位资本本辖区内所既得的边际回报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Ｒｅｔｕｒｎｓ) 要相等ꎬ即∂(１ － ｔ)Ｙ
∂Ｋ ＝ (１ － ｔ)αＧγＫα－１ Ｉβ ＝ ｒꎻ其次ꎬ是地方政府的预算是平衡的ꎮＣ(Ｇ) ＋ Ｅ

＝ (１ － δ)( ｔＧγＫαＩβ ＋ ＰＩ)ꎬＣ(Ｇ) 是提供公共品的成本函数ꎬＣ′(Ｇ) > ０ꎬＣ″(Ｇ) > ０ꎻ三是地方政府可

控制土地供应量是固定的ꎬＩ ＝ Ｉꎻ四是土地租金 ｉ 由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决定ꎬｉ ＝ ∂(１ － ｔ)Ｙ
∂Ｉ ＝ (１ －

ｔ)βＧγＫαＩβ－１ꎬ土地价格 Ｐ是无限期土地租金的贴现加总得到ꎬＰ ＝ ∑
∞

ｎ ＝ １

ｉ
(１ ＋ ｒ) ｎ ＝ ｉ

ｒ ꎬ显然经济性公共

品 Ｇ 的增加会提高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和价格ꎮ
因此基于上述约束条件ꎬ进而将上述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结合起来ꎬ地方政府的面临的最优化问

题就是:
ＭａｘＧꎬＥ(１ － ｔ)ＧγＫαＬβ ＋ Ｕ(Ｅ) － ＰＩ ＋ δ( ｔＧγＫαＩβ ＋ ＰＩ) ＝

(１ － ｔ ＋ δｔ)ＧγＫαＩβ ＋ (δ － １)ＰＩ ＋ Ｕ(Ｅ) ｓ. ｔ. Ｉ ＝ Ｉꎻ
∂(１ － ｔ)Ｙ

∂Ｋ ＝ (１ － ｔ)αＧγＫα－１ Ｉβ ＝ ｒꎻＣ(Ｇ) ＋ Ｅ ＝ (１ － δ)( ｔＧγＫαＩβ ＋ ＰＩ)ꎻ (２)

∂(１ － ｔ)Ｙ
∂Ｉ ＝ (１ － ｔ)βＧγＫαＩβ－１ ＝ ｉꎻＰ ＝ ∑

∞

ｎ ＝ １

ｉ
(１ ＋ ｒ) ｎ ＝ ｉ

ｒ

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最大化问题与土地财政关系可以转化为以下问题:

ＭａｘＧＥＢｆ( Ｉ)ｇ(Ｇ) ＋ Ｕ(Ｅ)ꎻｓ. ｔ. Ｃ(Ｇ) ＋ Ｅ ＝ Ｄｆ( Ｉ)ｇ(Ｇ)ꎻ其中 ｆ( Ｉ) ＝ ｒ
１ － ｔ( )

１
１－α

α
１

１－α Ｉ
β

１－αꎻ (３)

ｇ(Ｇ) ＝ Ｇ
γ

１－αꎻＢ ＝ １ － δｔ ＋ ｔ ＋ (δ － １) β(１ － ｔ)
ｒ( )ꎻＤ ＝ (１ － δ) ｔ ＋ β(１ － ｔ)

ｒ( )ꎮ (４)

基于上述关系模型的公式迭代过程进一步地反映出了ꎬ从微观经济学维度来看倘若资本(Ｃａｐ￣
ｉｔａｌ)和土地(Ｌａｎｄ)作为外生变量ꎬ一旦这两者经过了市场交易与流通环节就会形成经济性公共服

务产品ꎮ当市场外部环境趋于稳定状态ꎬ土地供给的增多势必会引致经济性公共服务产品的边际收

益(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ꎬＭＩ)的增高ꎮ相应地此类产品也会逆向作用于外部市场ꎬ最终在均衡有效性供

给状态下促成经济性公共服务产品外显供给量的提升ꎮ但是也存在例外状况ꎬ土地供给量的增加并

不确定是会对非经济性公共服务产品(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服务)有产生增加亦或是降低之

影响ꎮ
原因在于:一是全国范围尤其是东部区域的地方政府仍偏爱于“土地转让”形式ꎬ来实现地方财政

税收的增加之成效ꎬ其结果是有效缓解了地方政府在分税制改革所造成的的财政预算约束压力ꎬ以及

中央与地方财权配置的非有效性问题ꎬ因此以地增收的财政发展模式在理论层面上应当会增加供给

机会ꎬ供给对象主要是偏向于非经济性公共服务产品(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服务等

等)ꎬ而这也符合“收入效应(Ｉｎｃｏ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的现实考察ꎮ二是基于发展绩效考核的动机驱使ꎬ地方政

府则会在有限行政期限内大肆地通过土地转让、以地引资等方式实现绩效的提升ꎮ最终因为“逆向回

补”效应的作用ꎬ使得财政投入对象主要集聚在经济性公共服务产品(自来水、公共电网、市政工程建

设、城市公交等)ꎬ致使这类产品的边际收益“人为”地增加[１６]ꎮ同时也增加了通过外部市场获取非经

济性公共服务产品的机会成本(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ꎬ换言之ꎬ以土地资源的替代进而换取非经济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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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产品外部投入的效用不一定会升高ꎬ或许呈现下降之趋势(替代效应(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ꎮ因此ꎬ土
地财政收入的如何对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外部效应实际为何种ꎬ这就取决于多项参数以及其取值范

围的综合成效结果ꎮ
正是基于理论模型推导过程证明ꎬ如果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土地资源ꎬ均衡时会提供更多的经济

性公共品ꎬ但对非经济性公共品的提供数量增加或减少则不确定ꎮ但通过梳理既有研究ꎬ其表明了以

垄断土地市场为载体的土地财政偏好于经济性公共服务(道路交通、能源加工、市政以及通信设施的

建设)ꎬ往往是以“以地生财”、“以地引流生税”机制为实现手段ꎮ基于中国户籍制度的固有存在ꎬ致使

因户籍而分割的非经济性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有效性ꎬ进一步增加

了非经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ꎬ换言之ꎬ这弱化“用脚投票”机制在土地财政上的解释力ꎮ由此这就构成

后续实证研究的贡献之处ꎬ实证检验关注点在于在地方土地财政对非经济公共服务的关联影响效应

的探究ꎮ

(二) 回归模型建构

根据 Ｆａｇｕｅｔ[１１]和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ꎬ因此笔者在本文中所设立的回归模型为:
ｙｉ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ｌａｎｄｉｔ ＋ β２ＦＤｉｔ ＋ ｘ′β ＋ μｉ ＋ λ ｔ ＋ εｉｔ (５)

笔者在本文中所选择的数据主要是来自于各个地级市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度内的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ꎮ
被解释变量:ｙｉｔ则表示各个地级市在非经济性的基本公共服务上供给水平ꎬ而非经济性公共服务

主要涵盖了义务教育(指标代码:Ｉ１)、公共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服务(指标代码:Ｉ２))ꎮ根据 Ｏｍａｎ Ｃ
Ｐ[１３]以及国内研究徐鹏庆[１７]、彭芳梅[１８]ꎬ笔者在本文中非经济性供给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集中体现出

供给数量ꎮ因此地区义务教育服务具体是以每万人中小学教师数量来代表基础教育供给水平ꎻ每万人

中公共卫生机构的从业人数来指代公共医疗卫生服务ꎻ地区社会保障服务水平则是指每万人中社会

保险和社会福利从业人员数量ꎮ
解释变量:依据陆铭、娄成武以及范子英等人研究ꎬｌｎｌａｎｄｉｔ则表示为测度辖区内土地供应面积对

数(行政地级市辖区内土地转让面积对数(指标代码:Ｉ３)ꎮＦＤｉｔ是预算内财政自主权指标(行政地级市

辖区内预算内财政分权(指标代码:Ｉ４)ꎬ笔者采纳财政自主比率ꎬ具体是以一般性预算收入与一般性

预算支出的比值为测度指标值ꎬ由此看出财政自主比率越高ꎬ则说明地方政府在本年度内的预算内支

出基本来自于本层级政府财政收入ꎬ而非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ꎬ财政自主权更高ꎮ
控制变量:ｘ 是一组控制变量ꎻ控制变量包含了如下:人口密度对数(指标代码:Ｉ５)ꎻ城市化水平ꎬ

具体是以非农村户籍的人口比例(指标代码:Ｉ６)ꎻ人均 ＧＤＰ 的对数(指标代码:Ｉ７)ꎻ非农产业的比例

(指标代码:Ｉ８)ꎻ中小学生占人口比例(指标代码:Ｉ９)ꎻ地区间竞争额度(指标代码:Ｉ１０)ꎬ具体是以外

资使用额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ꎮμｉ 表示城市的不可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ꎬλ ｔ 表示时间虚拟变

量ꎬεｉｔ是误差项ꎮ
指标数据主要来自于两个部分的数据ꎬ其中一部分是关于地级市(包括市辖县)政府转让土地方

面的数据ꎬ比如土地转让面积、成交价款和纯收益等ꎬ来自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的«中国国土资源年鉴»和
«中国国土资源公报»ꎻ另外一部分则是关于地级市的社会经济数据ꎬ包括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人均

ＧＤＰ、中小学教师及学生数量ꎻ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从业人员数量等ꎬ均来自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中国城市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ꎬ各项指标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１ꎮ

(三) 实证检验

通过对于前文回归模型的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回归检测分析ꎬ得出了有关土地财政与义务教育、
公共医疗以及社会保障服务的回归估计结果ꎬ数据见表２和表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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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土地财政各项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

变量

东部区域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中部区域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西部区域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全国范围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Ｉ１ １６９３ ８３. １９２５ １５. ３４８２ ７７８ ８４. ２８４７ １５. ６２３４ ４１０ ８０. １６３９ １３. ８５４６ ５０５ ４８９ ８３. ６８４５
Ｉ２ １６８１ ４１. ０１０６ １９. １２４５ ７７３ ４６. ３１５２ ２０. ３６２８ ４１０ ３７. ２４１６ １１. ２６４７ ４９８ ４８９ ４０. ２１５３
Ｉ３ １６７９ ５. ６８９４ １. ２８３４ ７６９ ６. １５８４ １. ５６８９ ４０７ ５. ９４６８ ０. ８１２３ ５０３ ４７６ ５. ３３４８
Ｉ４ １６８９ ０. ４８３７ ０. ３１５６ ７７５ ０. ５８３１ ０. ２３１５ ４１０ ０. ５１４７ ０. １８３５ ５０４ ４５９ ０. ４１３６
Ｉ５ １６８６ ５. ６８２９ ０. ９２３８ ７７３ ５. ９７６８ ０. ８１２５ ４１０ ６. ０８４９ ０. ６２４７ ５０３ ４８１ ５. １７３８
Ｉ６ １６６７ ０. ３３２６ ０. １９３７ ７５８ ０. ５１２４ ０. １９２４ ４０７ ０. ２８１９ ０. １５２９ ５０２ ４８３ ０. ２９３７
Ｉ７ １６５０ ９. ５１２４ ０. ７５３９ ７５２ １０. ０２３１ ０. ７３８７ ４０５ ９. ３４８２ ０. ５５２７ ４９３ ４７６ ９. ２０６４
Ｉ８ １６８５ ８２. ０６２４ ９. ８６１３ ７８１ ８３. ６４５８ ９. １０２７ ４０９ ８３. ６２５７ ９. ２１８６ ４９５ ４８２ ８０. １５２７
Ｉ９ １６４７ ０. １４６９ ０. ０４１６ ７７５ ０. １５２４ ０. ０６９３ ４１０ ０. １５６８ ０. ０２８１ ４６２ ４８４ ０. １６０３
Ｉ１０ １６３２ ０. ０６１４７ ０. ０７２５ ７７３ ０. ０９１５ ０. ０９６１ ４０８ ０. ０４３２ ０. ０３８１ ４５１ ４８５ ０. ０２１６

表２　 土地转让对基础义务教育的回归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Ｉ１
ＯＬＳ 固定效应模型

全国样本 全国样本 东部区域 中部区域 西部区域

Ｉ３ － ０. ６１５２∗∗∗

(０. ２３１８)
－ ０. ９２１４∗∗∗

(０. ２３７５)
－ ０. ５３１４∗

(０. ３１４５)
－ ０. ６９４５∗∗

(０. ３２５１)
－ ０. ６７５９∗

(０. ４１８５)

Ｉ４ － １. ７０２５
(１. ４１２５)

－ ２. ００３１
(１. ４５６１)

０. ０７６４
(２. ９１７５)

－ ２. ０２４５
(１. ４８３２)

３. ４１５２
(２. ７１５４)

Ｉ５ － ２６. ９９５∗

(１６. ８６３)
－ ２９. ４５２∗

(１８. ５２０)
－ ８. ００６１
(１３. ５１２)

１１. ８６５
(１３. ００５)

－ ２. ９１２３
(２. ０５６４)

Ｉ７ ８. １２３５∗∗∗

(１. ９１５４)
８. ７２５４∗∗∗

(２. ２１６０)
９. ０５６１∗∗∗

(３. ０２１５)
１. ７６２５

(２. ０４５８)
－ ２. ６４２８
(２. ０４５８)

Ｉ９ １４７. ３５∗∗∗

(５６. ２４６)
１５０. ６１∗∗

(６６. １２５)
３２５. ５２∗∗∗

(３８. ２０５)
２３１. ２８∗∗∗

(２６. １４８)
１０. ６５１

(９. ０５６８)

Ｉ１０ － １２. ９９３∗∗∗

(４. ９１２５)
－ ９. ２６３１∗∗

(３. ８０４５)
１. ５３３４

(１０. ０３４)
－ ３. ０４１５
(１２. ５３６)

Ｉ６ １. ５４２９
(６. ８２５６)

１４. ５３２
(９. ７１８９)

－ ０. ３７５１
(７. ６２３４)

－ １４. ５３２
(１２. ５３４)

Ｉ８ ０. １０２５
(０. ０７９５)

０. ００９６
(０. １２３５)

０. １３５６
(０. ０９９５)

０. １１２５
(０. １２３８)

Ｃ １５０. ６３
(９４. ０３５)

１４５. ２６
(１００. ３５)

－ １１. ２５８
(８２. ６１８)

－ ４８. ３２５
(７３. ６５８)

１１４. ０６
(８９. ２５６)

观测值 ２７９ ２７９ ２７９ ２７９ ２７９
年度虚拟量 ＋ ① ＋ ＋ ＋ ＋

方法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Ｒ２调整值 ０. ４１０５ ０. ４３２６ ０. ７１２８ ０. ３３８９ ０. ０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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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表示回归检测结果中存在着年度虚拟量ꎮ



　 　 首先ꎬ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ꎬ不管是在表２还是表３中ꎬＩ３对 Ｉ１的相关系数均是负值ꎬ表明了这二者

之间存在显著性负相关关系ꎬ换句话说土地财政收入的增加是会对地区非经济公共品①的供给数量造

成削弱之成效ꎮ此类公共服务产品未能符合地方政府发展绩效考核的竞争激励ꎮ尽管地方政府以土地

交易和转让实现财政增收ꎬ但不一定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外部供给效应ꎮ在表２中ꎬ财政自主权

Ｉ４对义务教育的影响系数值都要比表３中同比数据更高些ꎬ实质上反映出义务教育对财政依赖度更大

有关ꎬ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当下基本公共服务的社会现实:义务教育的资金来源渠道主要依托于地方政

府财政预算的基本支持ꎻ而公共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服务还存在一定外部市场化供给的色彩ꎮ

表３　 土地财政对医疗和社会保障服务的回归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Ｉ２

ＯＬＳ 固定效应模型

全国样本 全国样本 东部区域 中部区域 西部区域

Ｉ３ － ０. ３６１８∗∗

(０. １８２９)
－ ０. ４１５３∗∗

(０. １８５６)
－ ０. ６１５２∗∗

(０. ２８１６)
－ ０. １３２５
(０. ３１５２)

０. １６９４
(０. ２１５６)

Ｉ４ ２. ９６４５∗∗

(１. ３１２５)
２. ０５２３∗

(１. ３１５２)
８. ２６１３∗∗∗

(３. １５２６)
１. ２８４５

(０. ９８２６)
－ ２. ０３５１
(２. １８９４)

Ｉ７ ６. ９６１２∗∗∗

(１. ７５２３)
７. ８４５２∗∗∗

(１. ８１４５)
８. ０５６１∗∗

(３. ３５６２)
５. ４２６１∗∗∗

(２. ０３５１)
３. ８８２５∗∗

(１. ５９４６)

Ｉ５ － ４３. ５６８∗∗∗

(１０. ８５６)
－ ４４. ６５２∗∗∗

(１１. １２５)
－ ５３. ４８６∗∗∗

(８. ０５６７)
－ １２. ６８５
(７. ４５２６)

－ ３. ５７９４
(７. ３５８９)

Ｉ８ － ０. ２８１５∗∗∗

(０. ０５８３)
－ ２. ９１４５∗∗∗

(０. ０７１２)
－ ０. ４９７２∗∗∗

(０. １４２５)
－ ０. ０８２４
(０. ０６９５)

－ ０. １３９６
(０. ０７１５)

Ｉ１０ － ７. ８９４１
(５. ２３４８)

－ １０. ５２３∗

(６. ０２５１)
－ １. ３１５２
(８. ５２３４)

－ １. ５９４５
(８. １２６９)

Ｉ６ １. ６２３５
(４. ７３２４)

１０. ８１９∗

(５. ９３４５)
－ ８. ５８１４
(６. ４１５６)

３. ６１５４
(６. ７１５８)

年度虚拟量 ＋ ＋ ＋ ＋ ＋

常数项 Ｃ ２４１. ５６∗∗∗

(５８. ９５)
２４３. １２∗∗∗

(５９. ４５)
３２１. ７５∗∗∗

(５９. ６１)
６６. ９４５

(４２. ４５８)
３１. ２４６

(３５. １２８)

观测值 ２７９ ２７９ ２７９ ２７９ ２７９
方法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Ｒ２调整值 ０. ４２６５ ０. ４６６８ ０. ５７１４ ０. ２６４８ ０. ４３５１

其次ꎬ从表３中ꎬＩ４的全国和东部区域的指数系数均是正值ꎬ反映出了财政自主性与公共医疗卫生

和社会保障服务之间的正相关性ꎮ而对于义务教育而言ꎬ其各项区域数据系数都不显著ꎬ说明财政自

主未必能直接影响到义务教育的供给效果ꎮ再次ꎬ区域竞争额度 Ｉ１０在表２的全局和表３的东部区域中

均是负值ꎬ表明了二者是呈现负相关关系ꎬ外部市场资本的引入形成竞争性供给市场ꎬ这势必会抑制

了非经济性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ꎻ与此同时这种抑制效应(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在东部区域尤甚ꎮ最

０７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７ 年

①笔者在本文所描述的非经济性公共品ꎬ主要是指基础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品ꎮ



后ꎬ基于普遍意义上一般性公共品都兼具了外溢性①[１９]ꎬ因而人口密度 Ｉ７的系数是正值ꎬＩ５的相关系

数均为负值ꎮ这些都验证了基于非经济公共品对上述两个变量之间的外溢效应结果ꎬ符合初始预期

效果ꎮ

四、进一步地探讨———稳健性检验

为了利用更多的信息和检验结果的稳健性(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ꎬ除了土地出让面积以外ꎬ笔者还在本文

中再多增加三个变量指标ꎬ以此来度量土地财政的影响测度ꎮ这些指标主要包括了土地转让纯收益

(指标代码:Ｉ１１)、土地财政负担(指标代码:Ｉ１２)和土地财政依赖度(指标代码:Ｉ１３)进行稳健性的固

定效应回归ꎬ最终检验结果见于表４和表５ꎮ

表４　 土地财政与义务教育

解释变量
Ｉ１

ＦＥ ＦＥ ＦＥ

Ｉ１１ － ０. ４９６３∗∗∗

(０. １８９４)

Ｉ１２ － ０. ５３２４∗∗∗

(０. １８５６)

Ｉ１３ － ３. ０１２５∗∗

(１. ２０４５)

Ｉ４ － １. ８０２５
(１. ５１０６)

－ １. ８１２７
(１. ６２３４)

－ ２. ２６８９
(１. ５６４８)

Ｉ７ ８. ２１５６∗∗∗

(２. ２８５６)
８. ３００６∗∗∗

(２. ２８１４)
８. １９５８∗∗∗

(２. ３１０６)

Ｉ６ ２. ０２１４
(６. ８５９４)

１. ８９７６
(６. ８４３５)

１. ８０８９
(６. ９４５８)

Ｉ５ － ３０. ２５３∗

(１７. ５８６)
－ ３１. ０８９∗

(１７. ６８５)
－ ２９. ４５７∗

(１６. ９８２)

Ｉ８ ０. １１２５
(０. ０８５６)

０. ０９９４
(０. ０８３４)

０. ０９２４
(０. ０８１１)

Ｉ９ １５１. ２６∗∗

(６７. ５８４)
１５０. ８９∗∗

(６８. ２６５)
１５２. ０６∗∗

(６９. ８６９)

Ｉ１０ － １４. １２９∗∗∗

(５. １０３４)
－ １３. ９４５∗∗∗

(４. ９３５６)
－ １４. １０６∗∗∗

(４. ９００３)

Ｃ １５１. ２３
(９９. ８６７)

１４９. ６７
(１００. ５８)

１４７. ９５
(１０１. ４６)

年度虚拟量 ＋ ＋ ＋
组别 ２７９ ２７９ ２７９

观测值 １６５９ １６５９ １６５９
Ｒ２调整值 ０. ４０６３ ０. ４０５１ ０. ４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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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公共品的外溢性ꎬ主要是指一个地方政府之服务外溢到其他区域ꎬ而其他区域不承担其成本空间外部性(接上

文)的存在ꎮ公共产品外溢影响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ꎬ本来一个区域内的纳税人应该享受到最好的公共物

品效率ꎬ但公其物品效率的外溢ꎬ使其效率提高或降低ꎮ解决外部性的方法是使外部性内部化ꎬ可以采取地方政府间的

兼并或合并或签订合约ꎮ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ꎬ其好处并不完全由本地方得到ꎬ可能使其他地区也获得受

益ꎬ如果中央政府不给予其补偿ꎬ则其提供的量肯定会因成本与收益不对等而提供不足ꎮ



　 　 基于上文的论证与分析ꎬ以及表４和表５中的数据分析ꎬＩ１１、Ｉ１２、Ｉ１３对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系数均

是负值ꎬ表明各项土地财政指标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都呈现出显著性负相关ꎬ这也支持并验证了前文

回归分析结果ꎮ一旦辖区内可转让的土地资源存在ꎬ在 ＧＤＰ 绩效考核的动机驱使下势必会增加地方

政府基础设施投入建设的力度ꎬ从而提高边际收益(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ꎬ这就从地方政府内生机制下

引发了对经济性公共服务产品的建设与投入ꎬ而间接挤占或者直接忽视了非经济性公共服务产品的

生产与供给ꎮ基于上述因由ꎬ笔者认为选用 Ｉ１１作为上述激励的代理变量ꎮ另外在选用土地出让净收比

辖区内年末人口数获得 Ｉ１２指标ꎮ

表５　 土地财政与医疗、社会服务

解释变量
Ｉ２

ＦＥ ＦＥ ＦＥ

Ｉ１１ － ０. ２６３８∗∗

(０. １５０１)

Ｉ１２ － ０. ２５３７∗

(０. １３６８)

Ｉ１３ － １. ７３４１∗

(１. １５３)

Ｉ４ ２. ３２６７∗

(１. １４３２)
２. ３４８７∗

(１. １３８６)
２. １２４３∗

(１. ２３８６)

Ｉ７ ７. ６１２５∗∗∗

(１. ８６７５)
７. ６０３８∗∗∗

(１. ７９６８)
７. ５８６２∗∗∗

(１. ６８８２)

Ｉ５ － ４３. ６８７∗∗∗

(１１. ５６４)
－ ４３. ７２５∗∗∗

(１１. ８６３)
－ ４３. ６８７∗∗∗

(１１. ９６４)

Ｉ８ － ０. ２８６９∗∗∗

(０. ０６９４)
－ ０. ２９１４∗∗∗

(０. ０７１２)
－ ０. ２８５１∗∗∗

(０. ０７１２)

Ｉ６ １. ４１８３
(４. ６５２７)

１. ３５９４
(４. ８１５３)

１. ３３８６
(４. ７５６８)

Ｉ１０ － ８. ３１４６
(５. １２４５)

－ ８. ２６４７
(５. １０６８)

－ ８. ０６２４
(５. ３１４５)

年度虚拟量 ＋ ＋ ＋

Ｃ ２４１. ８９
(６１. ２５３)

２４１. ５８
(６０. ３７５)

２４１. ３７
(６１. ３２４)

组别 ２７９ ２７９ ２７９
观测值 １６５９ １６５９ １６５９

Ｒ２调整值 ０. ４８３４ ０. ４８２６ ０. ４８０８

另外正如上文的论证与叙述ꎬ基于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偏低和其地方政府财政自由权偏大的

悖论梗阻ꎬ同时在本体自利性动机驱使下ꎬ势必会激发地方政府以“土地转让(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方式

获取“财政增收(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ꎮ从实践反馈结果可知ꎬ通过税收收入和土地转让等相异化的融资

方式ꎬ势必引致了政府供给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差异化ꎮ因此ꎬ笔者在本文中所选用的土地财政依赖

度 Ｉ１３①作为此次度量辖区内融资结构的指标ꎮ通过稳健性检验发现ꎬ从表４和表５和中土 Ｉ１３的系数均

是负值ꎬ对义务教育是显著相关ꎬ而对于医疗和社会保障是显著水平不高ꎮ财政依赖程度直接反映出

２７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７ 年

①笔者在本文中将土地财政依赖度 ＝土地出让纯收益 / (土地出让纯收益 ＋一般预算内收入)



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性和财政分权的效果如何ꎬ因而从比较维度来对土地转让方式和财政依赖度对基

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分析ꎬ可知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转让而增收的形式要比财政分权方式对基本公

共服务供给的负面效应更大ꎬ扭曲程度更为明显[２０]ꎮ这在表４和表５中稳健性得以检验证明ꎬ换句话

说ꎬ土地财政确实对地方非经济性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有显著的负面影响ꎮ

五、结论与思考

地方政府一方面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方ꎬ另一方面作为土地的“法定垄断者”ꎬ又演化为

土地经营方ꎮ这种悖论性角色的存在势必会引致诸多的不公平以及供给的非有效性ꎬ进一步会提高了

基本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结构扭曲(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的发生概率ꎮ基于上文的理论关系模

型的推导与迭代ꎬ通过土地转让方式以实现地方政府财政增收ꎬ同时也放松对财政收入的“二次支出”
的约束ꎮ而从地方政府实践来看ꎬ主要作用机制采取“土地出让金”和“以地引资生税”ꎬ这有利于地方

政府将更多财政资源投入到非经济性公共服务产品中去ꎮ(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

服务)ꎮ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财政增收的有效手段ꎬ但这并不会成为地方政府扩大财政预算支出的理

由[２１]ꎮ尽管这能增加额外支出ꎬ并不会直接投到与 ＧＤＰ 增长无关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ꎮ文章借助于大

陆２８３个地级市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的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ꎬ土地财政显著地降低了非经济性公共服务产品

的供给ꎬ即土地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产生了负向性外部效应ꎮ
要扭转上述状况ꎬ需要改变传统土地财政增收的发展模式ꎬ即地方政府通过供应经济性公共品获

取巨额土地转让收入的模式ꎮ首先ꎬ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土地财政配置关系ꎮ一方面将国有土地

的财政收入纳入到中间层面ꎬ同时把本该地方政府承接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文教、社保等项目)转接由

中央政府直属供给ꎮ另一方面ꎬ引导和激发地方政府重塑和整合现行税收结构ꎬ以此来实现以所得税

为核心税收结构转型ꎬ从而有效充实地方政府供给的财力保障ꎮ其次ꎬ优化土地税收结构ꎮ合理优化并

健全现行土地税制ꎬ逐步建立起坚持“地产保有(Ｅｓｔａｔｅ Ｔｅｎｕｒｅ)为主、地产交易(Ｅｓｔ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为
辅”的房地产税收体系ꎬ以此来替代传统税收模式ꎬ最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提升ꎮ同时积极对地方政府

赋权ꎬ实现地方财权的灵活性与自主权ꎬ有节制地扩大地方税收征收与监管权限的ꎬ以此来调整土地

税收的积极性ꎮ最后ꎬ坚持并深化分税制改革ꎬ以此实现财税分权的有效性ꎮ尽管化解土地财政的核心

路径在于转移支付的推行ꎬ但其深层次的关键点是有效深化分税制改革ꎮ只有将分税制改革深化到基

层政府(县乡政府)ꎬ才能得以有效解决现行财力不均衡之问题ꎮ通过深化分税制的改革ꎬ合理配置土

地财政资源ꎬ并有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支出与财政收入的均衡性匹配ꎬ从而在资金流层面保障

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ꎮ
对于以土地出让的财政增收模式而言ꎬ应当严格管理土地财政支出管理ꎮ自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之

后ꎬ中国以土地出让而获增的财政收入权力严格划分为地方政府所有ꎬ因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体

来源渠道获得重大保障ꎬ地方政府乐此不疲地“征地、卖地”ꎮ但是ꎬ与一般的税收和中央财政转移资金

相比ꎬ地方政府在处置“土地出让而获增的财政收入”资金和支出管理层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ꎬ且法律

层面尚未有严格权限规定土地出让收入之用途ꎮ因此ꎬ基于地方政府的发展型政绩观的利益驱使之

下ꎬ地方政府往往选择以土地出让收入投放于经济型公共服务(市政工程、绿化环境、大型形象工程

等)ꎬ而忽视非经济型公共服务ꎬ最终引致了公共服务供给结构的非均衡性ꎮ由此引发了一个现实命

题ꎬ即如何审视“以土地出让金的合理用途管制”的命题ꎮ尽管在法律法规层面上ꎬ对于土地出让金的

用途从原先的“收支两条线管理”过渡到“全上缴、分模块用途”的管理模式ꎮ通过分析这些法律条文

可知其内含了一个准则:要正视并明确土地出让金的必要投入事项(涉及用途范围、程度以及比例)ꎬ
尤其应当注重与民生服务相关的公共服务供给ꎮ然其实践经验所映射的一个现实是各个区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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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尚未严格执行这一法律原则来规制土地出让金的用途ꎮ为此ꎬ应当保障各层级地方政府对于“土
地出让金”监督机制的执行ꎬ加强“土地出让金”支出的审查力度ꎬ防止土地出让金的“套取甚至挪作

他用”现象的发生ꎮ同时要求各个地方政府以一定比例土地出让金来支持非经济型公共服务的建设ꎬ
对此将其纳入到一般性财政预算ꎬ从而确保公共服务的法定支出的严格完成ꎬ以期提升基本公共服务

的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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